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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余年来，醉驾入刑在理论和实务界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醉驾一律入罪”的必要性上。

“干预前置”和“严而不厉”的刑法治理模式造成了“醉驾”刑事案件的迅速增长，为此急需合理控制

相关犯罪圈的扩张。有关醉驾出罪问题的探讨，司法层面试图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以减缓抽

象危险犯所引发的“泛刑事化”，但效果并不明显。更为合理的尝试是在立法层面强化“情节”在入罪

判断中的核心作用，实现轻微醉驾行为的出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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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ere have been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etwee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runk driving, mainly focusing on the necessity of “criminalizing drunk driving”. 
The criminal law governance model of “pre-intervention” and “strict but not harsh” has l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drunk driving” criminal cases, so it is urgent to reasonably control the expansion of related 
criminal circles. Regard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crime of drunk driving, the judicial level has tried to 
apply the “proviso” clause of Article 13 of the Criminal Law to alleviate the “pan-criminalization” 
caused by abstract dangerous offenders, but the effect is not obvious. A more reasonable att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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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o strengthen the central role of “circumstanc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ization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and realize the criminalization of minor drunk driving. 

 
Keywords 
Dangerous Driving Offence, Drunk Driving Is Criminalized, “Proviso” Convicted, Episode Offender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正式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处罚

范畴，以危险驾驶罪统辖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1 逐渐成为人民检察院追诉的各类刑事案件中数量最多

的犯罪类型[1]。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刑法的严厉打击下，醉驾行为得到了有效惩治。据公安部 2014
年的统计，“醉驾”入刑 3 年以来，全国因“酒驾”、“醉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法

律实施前分别下降了 25%和 39.3% [2]。另一方面，尤其是近些年来，醉驾行为仍是屡禁不止，严重的刑

罚处罚以及其他犯罪成本并没有打消部分人的侥幸心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以河南省为例，在

“醉驾入刑”的前 5 年，全省交警部门共查处醉酒驾驶 32,122 起；后 5 年全省查处的醉驾起数为 142,298
起，即使考虑到汽车数量增加的稀释作用，但数据对比之下仍然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实际上，醉驾案件数量与日俱增，严峻的刑法并没有最终实现所欲实现的抑制目标。因此，可以说

规范醉驾行为已遇到了瓶颈，如今刑事对策对醉驾犯罪发生的整体治理作用正在递减，刑法打击的边际

效用已现端倪，过多的司法资源投入也失去了其意义。在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醉驾入罪的法律要件和出罪

路径，以期实现对醉驾的“出罪化”改造，并探索出新的立法构想与司法手段。 

2. 醉驾入罪标准与犯罪构成 

刑法对成立危险驾驶罪的罪状描述极为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133
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实践中，判断标准往往采用《车辆驾

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 80 mg/100 mL
的驾驶行为即为醉驾。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一项客观的处罚条件，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控诉方取证难度和证明责任，刑事

诉讼流程趋于简化迅捷，社会面的打击力度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也有弊端，“唯酒精论”要求司法人员

注目于单一数字，纯粹以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以及驾车行为为断，而忽视了案件的实际情形和个体差异，

如行为人所驾驶车辆的危险性、驾驶环境和实际后果等具体情节，难免无法在个案中实现罪与非罪的相

对正义，最终导致醉驾入刑标准过低而严重背离了刑法的谦抑价值。 
例如某案件中，被告人李某在案发前仅喝了两杯啤酒，且系在深夜 23 时在停车区域挪车时被执勤

民警查获，在客观上并未造成任何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后果。最终法院以李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98.30 mg/100ml，而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3 

Open Access

 

 

1本文所涉及的危险驾驶罪，除明确表示为其他罪状，皆指醉驾型危险驾驶罪。 
2语出《道德经》第五十七章，释义为“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是不断地增加。” 
3参见(2017)甘 01 刑终 40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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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争议案例的出现与醉驾的犯罪构成属性密切相关。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已基本得

到我国刑法学界的一致认可[3]。抽象危险犯意味着只要有危险行为就具备抽象危险，立法已做此推定，

无需法官对抽象危险作个案具体审查。简言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即推定为产生了影响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应依法定罪处刑。 

3. 醉驾入刑问题检视 

3.1. 法律适用标准的差异 

《刑修(八)》生效伊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能

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后驾驶机动车就一概构成刑事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入罪。公安部随后发言称，

对醉驾案件一律予以刑事立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亦表态，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一律起诉[4]。 
从三机关职权出发，坚持对醉驾案件的立案、起诉，并不代表最后的审判认定有罪。但是从表述看

来，公、检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坚持“醉驾一律入罪”立场，法院则持相反态度。双方所持的观点是

对立的，因此对民众、基层公安司法机关带来了困惑与误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地区执法和司法

机关对法律的统一适用。 
事实上，许多地区出台了具体的细则，执法标准不一。如 2019 年浙江省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厅发布

的《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指出“酒精含量在 170 mg/100 ml 以下，认罪悔罪，且

无上述 8 种从重情节，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酒精含量在 100 mg/100 ml 以下，

且无上述 8 种从重情节，危害不大的，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移送审查起诉。”而 2022 年湖南省

三部门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则指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无上述第七条中的情形，且认罪悔罪，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酒精含量在 160 mg/100 
ml 以下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即区别于浙江，将 160 mg/100 ml 作为最低处罚标准。 

两地区对醉驾行为的处理规则，对于具体酒精浓度值，首先二者均未遵循 80 mg/100 ml 的司法要求；

其次两省根据各自司法实践，在具体数值的规定上存在不小的差距，而这项数值是客观的直接影响到定

罪量刑的认定标准，对其取信的不同将直接导致法律适用的差异。 
除此以外，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各地交警对醉驾的执法力度不尽一致：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和

大中型城市的交警执法力度更大，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的交警执法力度较小[5]：截止到 2021
年 4 月 29 日，也就是“醉驾”入刑十周年期间，浙江查处酒驾 99.9 万起，其中醉驾 20.3 万起，居全国

首位；四川同期共计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则仅 71,457 起。此外司法实践中的量刑标准上，北

京市发生的醉驾案件几乎都被判处了实刑，而浙江一般适用缓刑[6]。 

3.2. 犯罪圈扩张及刑罚“溢出” 

醉驾入刑未能有效实现抑制相关犯罪案件的立法初衷，近年来醉驾案件数量也处于高位。从原因看，

作为抽象危险犯，行为人只要实施醉驾行为即可入罪，低入罪门槛，辅之以严执法力度，却配备相对轻

缓的刑事处罚，“严而不厉”的治理模式得到了犯罪圈日趋扩张的负反馈。究其实质，对于公共安全类

犯罪，刑法侧重于保护，立法者持积极刑法观通过立法“制造”犯罪，有过度侵害公民权利之虞。刑法

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最终守护者，退化为实现风险最小化的预防工具[7]。 
醉驾本属于轻罪，面临的刑种与刑期并不严厉，但是相较于刑罚本身，刑罚的“溢出效应”影响则

更为严重。犯罪记录无疑会影响醉驾行为人的社会生活，如为党员或公务员则可能面临着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的处分，公民欲服兵役或报考军校则无法通过政审，甚至其子女若报考公务员或报考军警院校政

审都将受到影响。考虑到醉驾的主要群体为“社会活动交往频繁的大中城市白领、小企业主”[8]，也是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3151


沈崟萱 
 

 

DOI: 10.12677/ds.2023.93151 1118 争议解决 
 

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群体，作为优质的社会劳动资源，一旦受刑，不仅是资源产出的停滞，还蕴含其社

会心态异化的可能。客观来说，醉驾犯罪人不同于其他严重暴力犯罪人，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轻罪

隐含的社会危害性却与罪犯背负的沉重负担不相匹配。 

3.3. 立法及司法投入过剩 

从立法来看，基于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以及受刑法干预前置化思潮 4 的影响，立法者往往主张动用

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主要手段。但实际上，刑法以惩罚为主要手段，刑法不应当承载立法者对于其

防控不法行为的过多期待[9]。 
司法、执法亦是如此。危险驾驶罪虽为常发轻罪，但醉驾行为人仍需经法定程序定罪量刑，一般由

交管部门查获后移交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后续的侦、诉、审各环节虽得简化但无法省略，该全过程将消

耗大量司法资源。在实践中，出于完成打击任务的现实需要，执法人员多选择突击执法，逆工作时间而

动，在节假日的深夜甚至凌晨职守。 

4. “但书”出罪的司法适用研判 

4.1. 司法态度转变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 (试行)》中采纳了醉驾可以出罪的观点，

指出“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

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

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最高人民法院新近于 2021 年

出台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则删除了上述醉驾的“出罪”规定，以“根据相关因素决

定缓刑的适用”代之。从其表述及其内涵态度看，是不是最高法对醉驾可以适用“但书”条款的司法背

书已经松动，似乎倾向于以“入罪”处理？究其原因，莫过于量刑指导意见的作用是规范量刑活动，而

非解释定罪问题，本不该出现“不予定罪”等表述。事实上，2017 年的量刑指导意见也遭到了部分认可

“醉驾不必一律入罪”的学者的批判[10]。因此，与其说是最高法改变了立场，不如说是回归了出台意见

的初衷。 

4.2. “但书”出罪的适用空间 

有观点以犯罪构成是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规格为论，主张在得出构成要件该当的判断结论后继续适

用“但书”条款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使犯罪构成定罪功能退化之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动摇[11]，
因而排除“但书”在个罪判断中的适用空间[12]。但是从根本上来看，“总则原则对分则具体罪名的制约

作用是毋庸置疑的”[8]，且“但书”作为立法规定便表明了司法者不应将其“束之高阁”，对其适用进

行情节判断方得体现司法者对立法者的尊重。 
为契合“形式入罪 + 实质出罪”二元评价模式[13]，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构

成要件该当性、社会危害性二者不可偏废，前者由分则条文予以规定，后者可在整体上通过刑法第十三

条“但书”进行出罪，即对于即使构成要件该当但社会危害性低的行为可以出罪处理。 
《刑修(八)》施行后，关于“但书”的争议从上述“整体适用”细化到了醉驾的“个罪适用”，围绕

醉驾能否适用“但书”出罪的问题，学界又掀起了争议浪潮。肯定论者认为，“但书”条款作为总则关

于犯罪内涵的规定，适用于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也当然适用于危险驾驶罪[14]。否定论则主张，《刑修

 

 

4指刑法摆脱了其保障法的性质定位，将刑法对相应行为的干预时间提前。详细参见王强军作《刑法干预前置化的理性反思》，载

《中国法学》2021 年第 3 期，第 229~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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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没有设置与“飙车型”危险驾驶罪类似的情节限制，5 意即不以情节为

衡量要素，或者说醉酒行为导致的危险本身达到了犯罪程度的情节之一，排除了“情节显著轻微”而不

再适用第十三条“但书”条款[15]。 
暂不论法理上“但书”作为总则条款而被赋予的统摄地位，且看司法实务中，确实存在显著轻微的

醉驾情形，如江苏省公检法三家发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座谈会纪要》所列的“在农村人员稀少、

偏僻道路上醉酒驾驶摩托车，行为人血液酒精含量未超过醉酒标准 20%，且未发生事故，或者虽然发生

交通事故但仅造成自伤后果或者财产损失在 2000 元以内的”，如果将其定罪，必然出现成立犯罪但不具

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悖论，因此提出“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考虑到醉驾

的抽象危险犯性质又欠缺情节限制，只能寻求总则“但书”规定统筹分则罪名，对醉驾入罪的社会危害

性门槛进行补位。 

4.3. “但书”出罪的实务困境 

遗憾的是，即便“但书”条款在醉驾出罪中存在适用空间，但落入司法实践中，该观点并没有成为

司法实务人员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比重与案件数量呈反比，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向占高

额比例的“醉驾”案件倾斜显然是不现实的[16]。司法机关不可能针对每一个案件做细致入微的情节分析。

因此，当存在一个简明的量化标准时，“唯酒精论”便成了司法人员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刑事诉讼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封上了适用“但书”条款的余路。鉴于危险驾驶罪本

身为轻罪，且入罪标准单一，被告人更倾向于通过认罪认罚获取宽容处理，一般不选择力争无罪甚至上诉。

既然被告人选择认罪，法院当然做出有罪从轻的判决，而不再考虑案件是否满足适用“但书”条款。 
综上，纵然“但书”条款理应在醉驾中得以适用，但无论是理论界的反对意见，还是实务界的“弃

用”，都使得“但书”条款并未有效发挥其“出罪”的作用。但同时，对其内涵的“严重情节”要求却

不能置之不理。司法层面的无力应当通过立法措施予以纠正，良善之策应当是通过立法手段明确将“严

重情节”视为定罪要件，以宣示情节之重要性。 

5. 醉驾出罪司法困境的立法破解之策 

5.1. 由抽象危险犯改造为情节犯 

5.1.1. 抽象危险犯排斥反证 
如前所述，目前学术通说观点认为醉驾属于抽象危险犯，也即“醉酒与驾车的行为会产生危险”已

由法律预先推定。但是行为人能否以自身行为不会产生实质风险为由对立法推定的抽象危险进行反驳，

从而避免处罚无害行为？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尽管立法规定的抽象危险要求司法人员无需对案件作具体判断，但如果案件

中存在某种特殊情况，使得危险行为并不会产生任何风险，那么不能认定其为抽象危险犯，也即抽象危

险犯本身必须隐含实际的危险。如果行为人醉酒后在深夜没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且

不可能造成他人伤亡的，不应认定其为危险驾驶罪[17]。因此，如果行为人能够提出某些特殊情形作为消

弭行为中的风险因素的反证依据，诸如时间、地点等，司法人员可将其作为裁量证据，作出有利认定。 
否定说则主张，抽象危险犯意指立法已经假定特定行为的出现势必导致危险状态的存在，而无需其

他现实要件予以辅助，具体到个案中也不允许通过提出反证的方式来推翻上述逻辑联系。台湾地区学者

林茂东教授认为，当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而驾驶机动车，立法上就推定为危险状态已经出

现，纵然行为人酒量过人亦无改犯罪的成立[18]。 

 

 

5作为对比，“飙车型”危险驾驶罪要求“情节恶劣的”的罪量要素，而“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无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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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既然认同醉驾属于抽象危险犯，那么就不能要求司法者依照被告人提出的反驳

主张，对个案中的危险作具体判断，否则将在抽象危险犯本属于立法范畴的概念上自陷矛盾，也模糊了

与具体危险犯之间的界限，有从“质”的区分转变为“量”的差别的嫌疑[19]。因此，在行为与危险的联

系上，行为人不得提出自身行为不会产生任何危险的主张进行反证推翻。 

5.1.2. 以情节犯构造醉驾 
由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本身存在处罚早期化的问题，实务上需要适度缓解使用推定方法直接入罪的

弊端[20]。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双方对于“危险”属于“推定”或是“拟制”的争论即意味着没有跳出醉

驾留守为危险犯的根本立场。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当初立法者未关注具体情节，刻意降低醉驾入刑门

槛，这本无可厚非[21]。但为破解困境，新增“情节严重”的要求并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的要件之一反而具

有更高合理性，将醉驾从抽象危险犯升级为情节犯，构建起多元化的入罪标准。 
如果说适用“但书”条款解释出罪问题，属于司法者的职权所在，但将醉驾从抽象危险犯调整为情

节犯，不应该是司法层面的举动，应当由立法予以重塑。在当前刑法规制下，司法者尽管应当考虑此类

情节事实，但只能在已成立犯罪的基础上决定量刑之轻重，而不能僭越地以此认定为不成立犯罪。司法

活动的规范会对立法中不明确、不合理的规则提供可操作的新方案，但最终都倒逼促成立法层面的统一，

由立法对醉驾属于情节犯进行宣示。 
从形式上来看，新增严重情节的要求提高了醉驾的入罪门槛，如果仅将此举的目的粗浅地归纳为减

少案件数量和节约司法资源，似乎有饮鸩止渴、掩耳盗铃之嫌，容易造成民众对“醉驾出刑”的误解。

但从实质分析，增加情节要件不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最重要的是并不因此降低刑法对于恶意违法

者的威慑力，将严重社会危害性纳入考察范畴，提供应有的人权保障，防止畸轻行为过度入罪。 

5.1.3. 具体情节设置 
对于情节的设置，前述《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中提出的某些因素可以成为具有

可操作性的参考标准。具体而言： 
1) 被告人醉酒程度：在某一数值范围内(超过该数值可直接认定为醉酒)，可以通过人体平衡步行回

转试验、单腿直立试验等方法具体认定被告人的醉酒程度； 
2) 机动车类型：所驾驶车辆属于大型车辆、营运车、危险品运输车、校车等； 
3) 行驶道路：在高速路或人流量集中路段行驶； 
4) 实际损害：造成他人轻伤及以上后果的； 
5) 违法次数：在一定期限内曾因醉酒驾驶遭受过处罚； 
6) 资质：无驾驶资格或明知是不符合安检标准或者已报废的汽车而驾驶的； 
7) 其他严重情节。 

5.2. 遵循“重重轻轻”处罚原则 

如今对于醉驾的刑罚处罚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很多行为轻微的被告人受刑罚处置及后续犯罪标签

效应影响而脱离社会，同时很多“惯犯”却因为刑罚的轻缓而甘愿再次试法。因此，在定罪上将醉驾改

造为情节犯，发挥情节在入罪判断中的核心地位后，处罚也理应作出调整。从根本上来看，立法者应遵

循“重重轻轻”原则，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一，“重重”是指提高现行刑法对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 
对于严重醉驾行为的处罚，鉴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较低，所以刑法没有配备偏重的刑罚。但是，

轻刑罚造成的威慑力不足也是醉驾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刑法规定的至多六个月的拘役，

暂且不论在量刑后采取缓刑的比例，较其他犯罪更为“宽容”，对潜在的违法者的威慑效果甚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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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轻缓的另一个表现为，醉驾者存在重复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但在如今的刑罚配置下，由于最高

刑乃拘役，尚不能成立累犯，而无法以累犯制度的规定对有前科者从重处罚。因此，若单纯规定“情节

要件”以提高入罪门槛，而不配置重刑，并不能达到降低案件数量、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反而有负面

效果。因而建议，一改如今醉驾入罪门槛低但从轻处罚的“严而不厉”现实，应当提高醉驾的法定刑上

限，探索徒刑在醉驾中的适用，慎用缓刑[22]，并辅之以严格的附加刑和其他非刑罚处罚方式，如吊销驾

驶证等资格刑。而在科处刑罚之后，为避免对违法行为重复评价，就不再给予其行政处罚。 
第二，“轻轻”是指入罪门槛降低后，需规定出罪行为受行政处罚。 
轻微醉驾行为出罪后，理应接受行政处罚。相比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不发生

“溢出效应”等优势[23]，行政处罚手段并不会因为刑罚的引入丧失活力，相反，合理运用行政处罚措施

所具备的人身自由和财产限制，可以取得与拘役刑、罚金刑类似、甚至更佳的惩罚和预防效果。因此，

如何优化行刑衔接的二元处罚体系成为重要课题。 
当前对于醉驾处罚的行刑衔接规则，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倒挂”问题，由于刑法的介入，对于醉驾

处罚方式，《道路交通安全法》只保留了吊销驾驶证的处罚手段，删去了行政拘留及罚款处罚规定。该

变化导致的矛盾体现在，若醉驾行为因情节轻微而出罪，实际受到的处罚反而可能轻于普通的酒后驾驶

行为，因为对后者的处罚依据源于行政法中未受刑法挤压、包含了拘留与罚款的处罚规则[24]。如果认定

行为人无罪，其承受不利后果如此之轻，这也使得司法者身上背负着着不敢出罪的压力[25]。因此适当的

做法是在行政处罚体系下将醉驾解释为“酒驾”，举轻以明重，得以适用拘留及罚款，同时适用对于醉

驾的吊销驾驶证等处罚，这也并不背离“一事不再罚”原则。 

6. 结语 

当前醉驾案件高发态势已经占据大量的执法和司法资源，对其出罪似乎已有引弓待张之势。由于醉

驾入刑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意的回应，倘若“逆势而行”必然引起民众的误解与反对。对于民众的呼声，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需要保持理性，坚守刑法“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在改变过程中，向民众释放善

意的同时，也需要加深理解。对醉驾出罪化的改造，并不是回到《刑修(八)》之前对醉驾事件置若罔闻的

状态，有关部门仍需要对恶劣的醉驾案件进行严格执法，但对于轻微案件则尽可能地采取非刑法手段处

置。改革初期总是伴随着不解，但从长远角度看，对危险驾驶罪的规制，一定会收获良好的社会治理效

果，也可以为其他案件提供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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